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实行“党国”体制，采用
“党在国上”，“以党治国”的方式，国民党中央设立了重要机
构———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和中央政治委
员会（会议）（以下均简称“中政会”）,具体掌理党政事务。在
以往史学界的研究中，多侧重于中政会，部分提及到了二者

的关系，然而在训政正式实施之前，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

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合作到明确分工，最后才逐渐形成一种

隶属关系。
一、中常会与中政会的由来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虽然仿行苏俄体制，采用

委员制，以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闭会后为中

央执行委员会，但是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中国国民党
总章》中增加了“总理”一章，“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
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为中
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

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

权”[1］(上册，P25)。这表明当时总理在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此时中常会尚未成立，而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

务委员三人，组织秘书处执行日常党务”[1](上册，P26)，随着国民
革命形势的发展，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国内政治形势复
杂多变，而由 41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一些政
治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不能及时做出反应，以表明自己的立

场和主张，因而难以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有必要组织一个人

数更少、更核心的最高权力机构”[2](P12)，孙中山遂决定仿行
苏俄，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1924年 7月 11日，中央政治
委员会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治委

员会正式设立。孙中山亲自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
平山、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戴季陶 8人为政治委员会委
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他本人以总理身份兼任主席，国民

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创立。
对中政会如何行使职权这个问题，1924年 7月 14日，

胡汉民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43次会议提出政治委员会对
中央执行委员会权限案，获得通过，“关于党务，对中央执行
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于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关于政

治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决定办理”[3](P121)。可以说中政
会兼涉党政事物，由于孙中山身为国民党总理，中政会和中

执会均得听命于总理，各项重大议决案最后决定之权在党

魁之手，国民党党政没有明确分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权力

争夺随之而起，而“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日隆。
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政治

手腕，在广州几乎一言九鼎”[4](第 2 册 ,P57)，中政会也成为双方

争夺的焦点，结果汪精卫获胜。
由于党内没有合适的党魁继承人，加之秘书处不能适

应党务发展的需要，1926年国民党“二大”决议设立中央执
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管党务事宜，实际上中常会取代了

总理职权，采用委员合议决策的体制，与此同时，中政会改

制成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常设的决策机关。“中央执行委员
会遇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等）”[1](上册，P159)。
1月 23日，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
员会组织条例》，首次明确规定了中政会的性质、地位和组
织构成。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
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委员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任之”[1](上册，P225- 226)。并推举汪精卫、谭延
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
9人为中政会正式委员，陈公博等 4人为中政会候补委员，
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这样，在法理上将中政会正式确定为
常设机关，中政会的职权得以确定。同次会议推汪精卫、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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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
匏安 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
蒋介石、谭平山 5人既是中政会委员也是中常会委员。
在中常会正式成立之前，中政会的地位显赫，兼管党政

事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总理负责。中常会成立之后，中
政会的职权及地位厘定。中常会主管国民党党务，而中政会
则是政治指导机关。此后二者的关系一度发展变化。
二、国民革命中的分与合
但是国民党内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跻身中央的蒋介石

随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山舰事件后，随提出整理党

务案，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力集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因革命发展之需要，暂设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

人”[1](上册，P234)，并要求中政会与中常会合开中央政治会议。
1926年 7月 6日，出师北伐前夕，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
议决议“政治委员会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种委员会，不
宜独立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故嗣后应于每星期与常务

委员会同开会议一次”[1](上册，P255)。
7月 13日，在中常会第 40次会议上，主席提出请规定

召开政治会议日期案，常会决议，“嗣后本会会期定为星期
二为常务委员会议，星期四为政治会议，星期六为常务委员

会及各部部长监察委员之联席会议”[5](第 2 册，P394)。会议推举汪
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等 21人为新
的政治会议委员，蒋介石为主席，由谭延闿代理。
中央常务委员除杨匏安之外，均为政治会议委员，中

央政治委员会停开，二者合开的会议定名为“中央政治会
议”，“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
一”[61](第 1 册，P97)，共同决定党政大计。而中央常务会议与常务
委员会及各部部长监察委员之联席会议也在单独召开，说

明此时中常会地位的回复，中央常务委员可以参加中政会

的会议，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则不能参加中常会会议。
在此后迁都之争中，蒋介石利用滞留在南昌的国民党

中央政治会议，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相抗衡。
为打破蒋介石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1927年 3月在武汉召
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
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
军事行使最终决议权。”该决议案恢复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
名义，“政治委员会，以常务委员全体委员及由中央执行委
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六人组织之”，并对其职权做了限制，“对于政治问题的各项
决议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1](上册，P317)。
此次会议还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政治委员会
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之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对于政治问题议

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之”[1](上册，P320)，限
制中央政治会议过去权力的膨胀。徐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
全会前举行的提案审查委员会中说：“……政治会议决定须
交常务会议，虽然常务委员同时列席政治会议，但仍有最后

决定权。因此，将常务委员会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不致有
与政治会议变成两头现象”[7](下册，P756)。
武汉方面，中央常务委员除了陈公博外，其余均是中央

政治委员会委员，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中，除了

宋子文之外，其余常务委员全位列其中，使得中央政治委员

会的核心成员主要是以常务委员为主，人事高度重叠。武汉
方面虽然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名义，但中常会对于党务、政
治、军事行使最终地决定权，政治委员会主要是决策关于财
政及施政、经济等方面事宜，其决议交由常务委员会指导国
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扩大的中央常

务委员会。
实际上二者在职权方面有所混淆。中政会开会时，代表
们有关党务的事项或者军事委员会的有关呈文等，便一并

在中政会解决。1927年 4月，中央政治委员会第 9次会议
开会时，主席提出军事委员会有一呈文，声（申）请颁发明令

讨伐张作霖；军队之编制改为集团军，废除总司令。这是上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这是否要在政治委员会内讨论?孙
科说：“中央执行委员还不是这几个人，大家同意就可发
表。”吴玉章说：“报告一下就是”，决议通过[7](下册，P1025)。4月 13
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 12次会议，吴玉章提出要让四川代
表报告万县惨案的情况，会议主席提示说：“这一类的事，是
在常务委员会报告的”。吴玉章回答说：“政治委员会跟常务
委员会差不多的”[7](下册，P1051)。由此说明武汉时期，中常会和中
政会不分彼此，二者的合作表现为中政会的最终决策权掌

握在中常会手中，中常会基本掌理了所有党政事宜。但在形
式上，两者仍独立开会，中政会的相关决议送往中常会则是

照章通过。
在南京，蒋介石另立国民政府后，1927年 4月 17日，

柏文蔚、蒋中正、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
李煜灜、蔡元培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召开第 73次会议，此次
决议国民政府于 1927年 4月 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同时
决议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上海分会；上海

市政务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人选，由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

会介绍与中央政治会议[8](第 22 辑，P172)。第 74次政治会议决议
发表定都南京宣言，提出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名单，成

立政治分会浙江分会[8](第 22 辑，P174- 175)。4月 21日，中常会与各
部部长召开联席会议，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常务会议

均延续第二届中执会序次。南京的中央政治会议与武汉的
中央政治委员会不同，南京中政会是延续北伐之前中央政

治委员会与中常会合开的中央政治会议，有决策党政事宜

的权力，权力接近于俄共中央政治局，并在其势力所及之省

份设立政治分会，指导各省党政事宜，而武汉方面则是中常

会对党政军行使最终决议权。
由于国民党内各派达成合作意向，国民党结束分裂状

态，1927年 9月，沪、宁、汉三方在南京组成中央特别委员
会，遂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或称政治会议，及
其他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务属于党部者，仍由中央党部

执行，属于政府者，仍由国民政府或省政府执行”[3](P123)。此
后，中政会停开。国民党内名义上结束分裂，1928年 1月，
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常会恢复办公。
同年 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政治委员会改组
案》，规定：各政治分会亦可继续存在，“候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决定”。同时决定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地设政治
分会，其职责是“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1](上册，P519)，以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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闿、蒋中正、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胡汉民等 46人为委
员。中常会与中政会（中央政治会议）明确分工，此时中央
政治会议机构扩大，而职权明确，不再是与中常会合开的政

治会议，但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的特设机关。
三、二者关系的正式确立
1928年 3月 1日，中常会第 119次会议通过《中央执

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对其职能做了明确规定，“凡
一切法律问题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

会交国民政府执行之；凡重要政务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

国民政府执行”，也就是说，中政会和中常会的联系，仅在于
法律问题上，其次中政会完全成为指导国民政府的施政机

关。同时规定中政会设主席 1人，“得设专门委员会以备咨
询”，中政会指导各地所设立的政治分会，分会得“依照中央
政治会议的决定，于其特定区域内指导并监督最高级地方

党部，但并不兼管党务”，“政治分会每次会议后应速将会议
情形及其决议案报告中央政治会议”，政治分会的委员及主
席人选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5](第 3 册，P355- 357)。
此时的中央政治会议与孙中山创设的中央政治委员

会、北伐时期蒋介石要求合开的中央政治会议、武汉时期重
设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及与之抗衡的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已经

大不相同。在委员人数上超过了前期的总和，武汉时期中政
会设立主席团制，此时改为主席制，委员人数激增，不再是

此前人数较少的决策机关，而中常会，委员却精简为 5人，
以谭延闿、蒋中正、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为委员。中政会
职能明确化，权力被限制制约，除了指导国民政府施政外，

对地方政府的施政通过各地政治分会完成，二者明确分工。
中常会第 119次决议中央政治会议每星期须将会议决

议情形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其中，中央政治
会议议决的法律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

这里的法律问题，是指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所属各部
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特种刑事诬告治罪法等，中常会
将国民政府函送之相关问题交由中政会议决，而中政会将

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案，呈由中常会交国民政府执行，同

时中常会对中政会的决议具有最终决策权。具体如:
1928年 2月 23日，中常会第 118次会议，国民政府秘

书处函送《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及
司法部审查报告，请核定，常会决议交政治会议[5](第 3 册，P335)。
中常会第 119次会议时，政治会议函复《反革命治罪暂行条
例》13条经该议决修正通过，定为《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请
转国民政府公布，常会决议照办[5](第 3 册，P352)。此外还有《国民
政府内务部组织法》、《农矿部组织法》、《工商部组织法》，
《国民政府审计院组织法》、《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等交中央
政治会议审议施行，以上议案中常会均决议通过，交国民政

府公布。
中常会对中政会函送的法律有否决权，令中政会复议

或者直接修正决定。1928年 5月 3日，中常会第 132次会
议，中央政治会议函送《劳资争议处理法》，请求国民政府公
布施行，常会决议请朱霁青委员将意见用书面提出，再送政

治会议复议。
至 1928年 5月 28日，中常会第 141次会议，中央政治

会议函（一）准函以劳资争议处理法，经常务会议议决，请朱

委员霁青将意见用书面提出，再送政治会议复议一案，复经

提出第 141次政治会议讨论，除决议案及通过之《劳资纠纷
争议处理法》，全文另案函达外，兹将复议情形并检同法制
局对于修正案之说明书函复查照。（二）为第 141次政治会
议复议《劳资争议处理法》议决：（1）《劳资争议处理法》照第
三次修正通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公布；（2）为
使《劳资争议处理法》得相当试验期间，以一年为是项法规
试行期间，在试行期间不易变更，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

政府备案特录案，连同该法全文函复，即希望查照办理案。
常会决议《劳资纠纷处理法》交国民政府公布，以一年为试
行期间，并函国民政府备案[5](第 4 册，P322)。
其次，中常会决议中政会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人选，其

他人事任免的决议由中常会交与国民政府办理。
1928年 2月 20日，中常会第 118次会议，政治会议函

称决加推方振武、岳维峻、孙岳为国民政府委员，常会决议
通过。丁惟汾委员临时提议加推杨虎城为国民政府委员，常
会决议交政治会议审查[5](第 3 册，P331)。3月 15日，中常会第 122
次会议，中央政治会议函称推王伯群、孔祥熙、薛笃弼为中
央政治会议委员，请予通过案。常会决议通过[5](第 3 册，P408)。

1928年 3月 22日，中常会第 123次会议，中央政治会议
函称特任马麒、蒋鸿过、石敬亭、马鸿宾、马鸿达、门致中为军
事委员会委员，请交国民政府任命案。常会决议照办[5](第 3 册，P426)。

1928年 8月 23日，中常会第 161次会议，中央政治会
议函送第 151次政治会议议决，准宋哲元开去山东省政府
委员一职，任命秦德纯为山东省政府委员；任命萧瑜为河北

省政府农矿厅厅长，请交国民政府执行案。常会决议交国民
政府照办[5](第 6 册，P61- 62)。
同年 10月，国民党开始正式实施以党治国，中常会和

中政会（中央政治会议）的地位分别确立，前者成为国民党

党务最高决策的核心所在，后者则是训政的最高政治指导

机关，指导国民政府施政，中政会对中常会的隶属地位则一

直未变。
四、二者对国民党政治运行的影响
中常会和中政会是国民党仿行苏俄的政治体制架构，

建立自己党务系统中的重要组织。按照俄共党章的规定，全
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它选举出中央委员会

等一些机构，中央委员会“代表本党同其他政党和机关发生
关系，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他们的活动，指定在自己监

督下工作的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组织并管理全党性的事

业，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并管理中央会计处。”[9](第 1 分册，P593)它

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具权威性的决策机构。在中央委员会的
内部设有三个常设机构：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政治局是
俄共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中国国民党仿俄共组织建立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下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但是俄共中

央没有设立中常会，俄共“八大”（1919年)决定成立书记处
这个常设机构，负责日常的工作，下设若干部，分别掌理组

织、宣传及财务等方面的工作，而中国国民党则设立了中执
会闭会后的常设机构中常会，笔者认为中国国民党中常会

相当于俄共的书记处，但与其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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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中常会与中政会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中政会

先于中常会而产生，孙中山在世时，创设中政会的目的在于

形成一个核心权力机关，全面指挥党内事务，但是随着党内

斗争的发展演变，中常会应运而生，中政会的职权得以遏

制。二者的职权分工经历了从不十分明确到明确分工，中
央政治委员会与中常会合并开会，称为中央政治会议，武汉

时期，二者更是不分彼此，南京时期则是中政会则是延续此

前二者合开的会议，说明国民党在初期“由党造国”的过程
中，党政职能基本是一体的，但是在机构设置上，中政会始

终是作为中执会的特设机关，隶属于中执会，其决议的法律

及人事问题决议案，须呈中常会核准通过，作为代行最高权

力机关的中常会发挥主导地位。
在短短的两年之中，中央权力斗争不断，人事更迭，主

席制和委员制交替，蒋介石设立中常会主席，创设中央政治

会议，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另立南京国民政府，武汉方面

则取消中常会主席，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设置，改行委

员制，提高党权，中常会对党政军行使最终的决议权。蒋介
石复出后，中政会又恢复主席制。二者之间时而分工，时而
合开会议，不分彼此，至最终明确分工，在二者关系的变更

过程背后，隐藏着国民党内党统与继承权、党权、政权及军
权之间的斗争与较量。
但是这一时期所最终确立的中常会与中政会的关系，

此后在训政时期的运行模式基本没有改变，二者明确分工，

中政会在法理上隶属于中常会。训政时期，中常会代行国民
大会行驶政权，成为代行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国民政府

由国民党组成，向国民党负责；重要法律由国民党修改和解

释。中政会是党的机关，指导国民政府施政，是党与政府之
间的桥梁，它具体决策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
大计、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院长等人选，是训政时期的最高
政治指导机关。这种运行方式是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与国家
政权机关之间关系的一种确定，即在党国体制下，实行以党

统政的运行机制。
由于中政会职能的特殊性及国民党中央内部派系利益

的争夺，中政会的地位曾一度显赫，这也反映出执政党在国

家机器中的弱势，党未能似苏俄一般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控

制，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也随之变异。中常会和中政会二
者源自苏俄，携带着西方分权制衡部分特征，在中国现实政

治土壤的运行中，又夹杂着中国传统的人治色彩，成为中国

国民党特色的政治运行体制。
注释：

①在王建科、刘守仁的《国民党“中政会”辨析》（《江海学
刊》，1994年第 4期）一文认为，尽管中政会和中常会曾两
度联席会议，共同决定党政大计，尽管中常会曾一度名义上

总揽党、政、军大权，但大部分情况下中政会和中常会是有
明显分工的。王奇生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
竞逐》（《历史研究》，2003年第 5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在法理上本是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常会

则应是实际行使这一权力者。但在具体分工上，中常会只管
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刘维开的《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
（1928－1937）－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中心探讨》（《国立政治
大学历史学报》，2005年第 24期）一文提及二者的关系，他
认为两会关系十分密切，中常委均为中政会委员，中政会的

决议大多于会议结束后，送中常会备案，不受中常会的节

制，运作上有相当大的空间。陈瑞云的《关于中政会在国民
党中央体制中地位的探讨》（《史学集刊》，2008年第 4期）
一文认为，中政会对中常会是隶属的关系，中常会是中执会

的内部机构，是中执会的组成部分，是其核心，中政会是中

执会的下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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